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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的理论及应用* 

刘小禹  付静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  情绪即社会信息(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 model, EASI)模型旨在阐释他人情绪如何通过情感反

应和推断加工机制影响观察者的决策, 以及认知动机和合适性判断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文章将 EASI 模型与相

关理论进行了辨析, 并基于对 63 项使用该理论的实证研究的分析, 梳理归纳了 EASI 模型在领导力、团队、

顾客服务、谈判及说服领域展开的应用, 以及影响 EASI 模型的边界条件——信息加工程度和合适性判断的具

体因素。未来研究需加强系统化验证、深化与其它理论的整合、拓展应用情境和优化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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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际交往中, 人们经常表达自己的情绪, 也

同时需要解读他人的情绪。个体的情绪不仅影响

着自己, 还影响着他人, 因而情绪具有社会效应。

对情绪社会效应的探讨最早出现在亲子互动研究

中(Klinnert et al., 1983)。21 世纪初, 受人际关系中

情绪表达研究的启发, 情绪社会效应在领导力、

谈判和冲突研究领域受到关注(van Kleef, 2009)。

然而, 当时的情绪研究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

一 , 过多关注情绪的个体内效应 (intrapersonal 

effects); 第二, 倾向于关注积极/消极心境而非离

散情绪; 第三, 情绪−行为相关研究忽略了社会情境

在其中的重要作用(van Kleef, de Dreu, & Manstead, 

2010)。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van Kleef (2009)结合

情感信息理论(Schwarz & Clore, 1983)与双系统模

型(Kahneman & Frederick, 2002), 提出了一个探

讨情绪人际影响的机制性、整合性理论框架, 也

就是“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 (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 model, EASI 模型)。 

EASI 模型一经提出, 便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

关注。遗憾的是, 作为近 10 年来兴起的理论, E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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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在国内的研究仍然较少。陈璟和汪为(2013)

以及 van Kleef (2016)曾对 EASI 模型进行了详细

地介绍和论证, 但没有对基于 EASI 模型的研究

进行系统的检索和归纳梳理。马学谦等人(2015)

以及冯彩玲(2019)以 EASI 模型为框架, 综述了领

导消极情绪或愤怒在组织中的影响, 但未涉及积

极情绪, 也未涉及其它领域。EASI 模型相较于其

它情绪理论的独特贡献是什么？近 10 年来, EASI

模型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帮助各个领域解决

了哪些科学问题？关于 EASI 模型还有哪些问题

值得关注？这些都是亟待拨开的迷雾。因此, 本

文旨在梳理近 10 年来 EASI 模型在各领域的进展, 

辨析 EASI 模型与其它相关理论之间的差异以及

EASI 模型在解释情绪相关现象时的独特贡献, 为

EASI 模型未来的研究及应用提出建议。 

2  EASI 模型的内容 

EASI 模型基于情绪的人际效应, 认为情绪是

一种社会信息, 个体在表达情绪的同时, 也反映

了其认知、态度等信息, 在人际决策中具有信号

功能(van Kleef, 2009)。该理论认为观察者对他人

的情绪信息有两种加工方式: 情感反应与推断加

工。情感反应是指情绪表达通过直接激发观察者

的情绪状态 , 从而产生情绪层面的“人际效应”; 

推断加工则是指观察者能将他人表达的情绪信息

作为社会决策的信息输入, 进而产生认知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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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效应” (van Kleef, de Dreu, & Manstead, 2010)。

个体在加工情绪信息时, 情感反应与推断加工同

时存在且相互影响。二者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

共同预测相同行为或者互相驱动相反行为。究竟

是情感反应路径还是推断加工路径更能预测观察

者的决策行为, 取决于两类调节因素: 信息加工

程度和合适性判断(van Kleef, 2009)。信息加工

(information processing)程度指观察者加工情绪这

一信息的全面性和深度, 它受观察者信息加工的

动机和能力的影响(van Kleef, de Dreu, & Manstead, 

2010; 马学谦 等, 2015)。当观察者具有更强的动

机和能力来处理信息时, 推断加工的预测力将会

更强。但当观察者的动机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很

低时, 情感反应的预测力就会提高。合适性判断

(perceived appropriateness)是指观察者会根据情感

表达内容与特定情境下的显性或隐性社会规范和

规则来判断他人的情感表达是否合适(van Kleef 

et al., 2012)。观察者的合适性判断主要取决于社

会情境特征、表达内容、表达者本身特征和观察

者特征(van Kleef, 2009)。如果观察者认为他人所

表达的情绪是不合适的, 情感反应的预测力将会

更强; 反之, 则推断加工的预测力更强(van Kleef, 

de Dreu, & Manstead, 2010; 陈璟, 汪为, 2013)。 

3  EASI 模型与相关理论的辨析  

EASI 模型植根于丰富的情绪相关理论和社

会心理学研究, 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一些假设和命

题并非 EASI 模型所独有(van Kleef, 2016)。例如

情绪具有信号功能或社交功能的观点在情感信息

理论和愤怒的双阀值理论中早已深入讨论(Buck, 

1994; Geddes & Callister, 2007; Schwarz & Clore, 

1983 )。关注情感反应机制有关的理论还有情绪感

染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因此 , 本文首先厘清

EASI 模型与相关理论的异同, 以明晰 EASI 模型

的独特理论贡献, 总结如表 1 所示, 阐释如下。 

3.1  情感信息理论 

情感信息理论(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

认为人们会将自身的情绪感受(有意识或无意识)

作为信息的来源, 进而影响个体的判断和认知风

格(Schwarz & Clore, 1983)。该理论与 EASI 模型

的核心区别在于二者的研究层次不一样, 情感信

息理论聚焦的是个体情感对个体自身的影响, 而

EASI 模型聚焦的是他人情感对观察者的影响。其

次, EASI 模型还进一步提出了情感反应和推断加

工这两个中介机制。 

3.2  双系统模型 

EASI 模型中的情感反应和推断加工机制便

是借鉴了决策与推理研究中所提出的双系统模型

(Dual-process model)。双系统模型认为, 个体在进

行决策与推理时, 涉及两种性质不同的加工系统: 

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和基于理性的推理系统

(Kahneman & Frederick, 2002)。但该理论对两个系

统之间的关系与 EASI 模型持有不同观点。双系

统理论研究者普遍认为启发与推理系统同时、独

立、平行, 个体在信息加工时, 可以通过单一系统

影响决策(孙彦 等, 2007)。而 EASI 模型却认为个

体在加工情感信息时, 情感反应和推断加工系统

同时进行且相互影响, 但存在强度的差异。其次, 

EASI 模型进一步指出了影响两个系统强弱的边

界条件; 最后, EASI 模型只关注情感信息, 双系

统模型除此之外, 还探讨非情感交流的影响。 

3.3  愤怒的双阀值理论 

愤怒的双阀值(Dual threshold model of anger)

理论提出, 组织中的愤怒效果存在两个阀值: 表

达阀值和不当阀值。处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愤怒更

可能产生积极后果, 两个阀值之外(未表达出来的

以及过度的)的愤怒则更可能产生消极后果(Geddes 

& Callister, 2007)。愤怒的双阀值理论与 EASI 模

型都强调了情绪表达的合适性判断, 但 EASI 模

型还强调信息加工程度的重要作用。而且 , 跟

EASI 模型相比, 愤怒的双阀值理论只探讨愤怒, 

不涉及其它情绪。 

3.4  情绪感染理论 

情绪感染理论(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认

为, 情绪可以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 个

体之间实现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情绪聚合的过程便

是情绪感染(Hatfield et al., 1992)。情绪感染的机

制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第一个视角是基于知觉

理论, 认为人们的情绪来自于观察他们自己或别

人的行为。例如自我知觉理论(Laird & Bresler, 

1990)认为人们通过观察他们周围的人的行为和

情境来推断自己的情绪。情绪感染的这一理论视

角与 EASI 模型的推断加工机制有相似之处, 但

情绪感染加工的信息更广泛, 不仅包括他人的情

绪, 还包括他人的行为等。此外情绪感染的结果

变量则是观察者自己的情绪, 而 EASI 模型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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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变量是观察者的行为。情绪感染的第二个视角

也是最有影响的情绪感染理论是原始的情绪感染

(Hatfield et al., 1992), 指的是个体有一个自动的

无意识的倾向来模仿和趋同他人的面部表情, 发

声方式、身体的姿势和动作, 模仿者随后体验到

他/她所模仿的情绪。而 EASI 模型的情感反应机

制中也包括了这种原始的情绪感染。但除此之外, 

EASI 模型的情感反应还包括观察者对情感表达

者的其它情感反应(例如, 增加或减少对愤怒表达

者的喜爱)。 

3.5  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 theory, AET)的

核心观点是个体对工作事件的体验会引发个体的

情感反应 ; 而情感反应要么直接影响个体行为 , 

要么通过影响个体的工作态度进而影响行为(Weiss 

& Cropanzano, 1996)。情感事件理论同时也关注

工作环境中员工情感反应的产生原因, 分析了情

感反应的产生机制, 即认知评价是情感产生的必

要前提 , 对工作事件的认知评价决定了情感反

应。但情感事件理论与 EASI 模型的不同在于: 首

先, 情感事件理论旨在揭示情感反应的涌现过程

和个体内后果, 而 EASI 模型旨在揭示情绪的个

体间后果; 其次 , 适用范围存在区别 , 情感事件

理论聚焦于情感反应在塑造工作态度和行为中的

作用, 而 EASI 模型解释面应用更广泛。 

总的来说, 以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

EASI 模型。EASI 模型虽然与一些现有理论具有

一定的相似之处 , 但仍与这些理论存在差异。

EASI 模型通过阐明情绪的人际效应, 丰富了情感

信息理论所关注的情绪的个体内效应视角; 通过

借鉴情绪感染理论和双系统模型, 将情绪信息效

应转化为个体间层面。EASI 模型的关注范围比一

些理论更窄(例如双系统模型), 也比一些理论更

宽泛(例如情绪感染理论、愤怒的双阀值理论)。这

些不同之处共同奠定了 EASI 模型在解释各领域

中情绪有关现象时的独特贡献。 

近 10 年来, 来自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研究者们

致力于对 EASI 模型进行检验和拓展。截止 2021

年 1 月, 以“EASI”、“EASI model”、“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为检索词在 Google Scholar 上

可以检索到 1090 篇文献。图 1 描绘了 2009 年 van 

Kleef 发表的奠基性文章《How emotions regulate 

social life》的每年被引频次。可以看出, 该模型

的被引频次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尤其是 2011 到

2016 年期间, 发展迅猛。本文以“明确提及以 EASI

模型为理论基础的实证文章”为标准进行筛选 , 

共查到 63 篇文献(见参考文献中带*的文献)。这

63 项研究主要包括两大内容, 一是关于情绪社会

效应的情感反应和推断加工双中介机制的验证 , 

二是关于双中介机制的边界条件的探讨。以下将

分两个部分进行梳理归纳。 
 

 
 

图 1  EASI 模型的被引次数 

(资料来源: 通过 Google Scholar 精确搜索后整理而成) 
 

4  EASI 模型双中介机制的研究 

总体来看, EASI 模型的情感反应和推断加工

机制已经在各领域广泛验证。其中领导力领域的

研究共 33 项, 团队领域的研究 9 项, 顾客服务领

域的研究 8 项, 谈判领域的研究 8 项, 说服领域的

研究 5 项。 

4.1  EASI 模型在领导力研究中的应用 

领导的实质就是影响别人, 而情感表达是社

会影响力的重要来源(van Kleef, 2009), 因此情感

表达在领导与下属的互动中非常重要。由于 EASI

模型关注的是情绪的人际效应, 因此在解释领导

情绪如何影响下属和团队时具有天然的优势。目

前, 以 EASI 模型为理论基础来探讨领导情绪的

影响的研究也颇为丰富。 

4.1.1  领导情绪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 

在与下属互动的过程中, 领导的情感直接影

响下属对领导的评价以及对领导有效性的感知

(冯镜铭, 刘善仕, 2018)。例如, 一项同时探讨失

望和愤怒反馈的研究发现, 相较于失望的反馈能

诱发员工内疚, 领导愤怒的反馈却会触发员工相

应的愤怒, 使员工对领导的评价更差(Johnson & 

Connelly, 2014)。另一项研究则从权力来源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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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用实验研究领导悲伤和愤怒对领导有效性

的影响(Schwarzmüller et al., 2017), 发现领导表

达悲伤会增加领导的参照性权力, 表达愤怒虽能

够通过提高法定性权力提升领导有效性, 但这种

提升效果又会被减弱了的强制性权力和参照性权

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所抵消。当然, 领导愤怒并

不总是带来负面影响,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

一观点(冯彩玲, 2019; Wang et al., 2018)。例如一

项使用学生样本的情景实验发现领导愤怒表达对

领导素质评价的影响效果因下属宜人性水平而异

(van Kleef, Homan, et al., 2010)。类似的, Wang 等

人(2018)发现领导愤怒表达对下属领导效能感知

的影响效果因下属违规类型而异。EASI 模型中观

察者的推断过程内容广泛, 下属可以将领导愤怒

解读为领导的低魅力表现 (Damen et al., 2008; 

Wang et al., 2018), 也可以将其判定为自身绩效欠

佳 的 信 号 (van Kleef et al., 2009; van Kleef, 

Anastasopoulou, & Nijstad, 2010)。已有研究表明, 

下属的不同推断会导致对领导有效性的不同感知

(Shao et al., 2018)。具体来说, 当下属对领导愤怒

的推断以特质为中心时, 领导愤怒与领导有效性

负相关。但该研究并未证实当对愤怒的推断以动

机为中心时, 领导愤怒与领导有效性正相关。 

除了消极情绪, 研究者们也基于 EASI 模型

探索了领导积极情绪如何影响领导有效性。例如, 

领导表达自我骄傲虽然可能增加员工对领导的能

动性推断, 却也会降低对领导的集体性和民主领

导方式的推断(Ritzenhöfer, Brosi, & Welpe, 2019), 

产生对领导自私的归因, 损害领导满意度和对领

导的组织公民行为(Ritzenhöfer, Brosi, Spörrle, & 

Welpe, 2019)。相反, 领导表达感激却能够减少下

属 对 领 导 自 私 的 归 因 , 产 生 积 极 工 作 结 果

(Ritzenhöfer, Brosi, Spörrle, & Welpe, 2019)。领导

的心理资本以积极的情感表达方式传递给团队 , 

可以正向促进团队积极激励, 从而提高领导有效

性(Rego et al., 2019)。此外, 领导在团队内表达希

望也可以增加下属的希望体验, 赢得支持(Cohen- 

Chen et al., 2019)。 

4.1.2  领导情绪对下属的影响 

根据 EASI 模型, 当下属无意识地“捕获”、模

仿或有意识地诠释领导所表现的情感时, 下属的

情感、认知、态度、行为和绩效就会受到影响(van 

Kleef et al., 2012), 总结如下。 

(1)下属情感。根据 EASI 模型, 领导情绪能够

通过情感反应路径传染给下属, 并让下属产生相

同或类似的情感体验 (van Knippenberg & van 

Kleef, 2016)。当一个领导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积

极情感状态, 下属往往也能拥有积极的情感体验, 

相反, 当领导呈现的是消极情感状态, 下属也会

产生恐惧、悲伤、愤怒等消极情感(Lindebaum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7)。赛前和赛场上教练高兴或

愤怒的情绪表现会影响运动员在比赛时体验到的

高兴或愤怒情绪(van Kleef et al., 2019)。高焦虑依

恋取向的领导会损害下属的积极情绪和工作满意

度, 而高回避依恋取向的领导却能降低下属的消

极情绪、增加下属的工作满意度(Kafetsios et al., 

2014)。领导情绪不仅可以传染给个人, 也可以传

染到整个团队。当领导在团队中传递积极能量

(Rego et al., 2019)、使用情感改善型人际情绪调节

策略时 , 员工能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Vasquez 

et al., 2020), 团队内更容易形成积极情感氛围

(Madrid et al., 2019); 而当领导使用情感恶化型人

际情绪调节策略时, 团队内更容易形成消极情感

氛围(Madrid et al., 2019)。 

值得一提的是, 领导通过 EASI 模型中情感

反应路径传递的情绪与下属体验到的情绪并不

总是趋于一致(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领导愤

怒 可 能 会 激 起 下 属 的 互 导 情 绪 (reciprocal 

emotions)——愤怒, 也可能会引发下属的互补情绪

(complementary emotions)——焦虑(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 

(2)下属认知和态度。在互动过程中, 领导情

绪传递了丰富的信息, 作为接收者, 下属对这些

信息进行加工和反应 , 形成相应的认知和态度

(van Kleef et al., 2012)。例如, Liu 等人(2017)发现

领导的积极情绪能够通过情绪感染诱发下属的积

极情绪, 从而提高下属的心理安全感。而领导愤

怒虽然能够通过提高领导的法定性权力, 从而提

高下属忠诚度, 但同时也会通过损害强制性权力

和参照性权力而削弱忠诚度, 从而抵消了法定性

权力提升所带来的积极影响(Schwarzmüller et al., 

2017)。另一项关于领导情绪与下属信任的研究则

发现当下属存在道德违规行为时, 领导的道德愤

怒会减弱下属感知到的领导仁慈, 从而破坏了下

属对领导的情感信任(Shao, 2019)。除了离散情绪, 

领导的心境也能影响下属: 当领导积极心境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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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团队职能多元化会促进集体团队认同; 而领

导消极心境则能够增强团队职能多元化对信息细

化的影响(Shemla et al., 2020)。 

(3)下属行为 

(a)下属建言行为。从当前文献的研究结果来

看, 领导积极情绪通过情感反应路径(如激发下属

积极情绪、下属喜爱)能够促进下属的建言行为

(Liu et al., 2017; Song et al., 2019)。但关于领导消

极情绪对建言行为的影响目前还存在争议, 其机

制也似乎更为复杂。例如 Liu 等人(2017)发现尽管

领导的消极情绪会激发下属的消极情绪以及对领

导消极情绪的判断, 领导的消极情绪也能促进下

属的建言行为。可是另一项研究却认为领导的消

极情绪表达破坏了他们从员工那里得到的信任和

喜爱, 从而抑制了员工的促进性建言(Song, 2018)。 

(b)下属的亲社会行为。现有研究表明领导愤

怒会破坏下属的亲社会行为。例如有研究发现 , 

相较于表达高兴, 领导表达愤怒会减少下属对领

导的喜爱 , 降低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Koning & 

van Kleef, 2015)。而高管的愤怒会促进其自身的

不道德行为, 进而损害中层管理者的公仆型领导

方式 , 最终负向影响员工的道德行为(Stollberger 

et al., 2020)。此外, 领导愤怒可能会激起下属的愤

怒(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 也可能会增加下

属对领导的强制性权力感知和降低参照性权力感

知(Schwarzmüller et al., 2017), 从而增加下属越

轨行为的可能。但并非所有的消极情绪都会降低

下属的亲社会行为, 领导的消极情绪表达也可能

带来积极效果。例如 Johnson 和 Connelly (2014)

发现失望的反馈会诱发员工内疚, 从而导致更多

的积极社会行为。一项模拟“社会困境”的实验研

究发现领导表达悲伤能诱发员工更多的合作行为, 

而领导表达积极情绪时的自我牺牲行为更能促进

员工的合作行为(高培霞, 李常洪, 2015)。 

(4)下属绩效。领导情绪会影响下属绩效和团

队绩效(Chi & Ho, 2014; van Kleef et al., 2009; van 

Kleef, Homan, et al., 2010; Wang & Seibert, 2015)。

相较于失望或中性情绪, 领导愤怒的反馈可能会

触发下属的愤怒(Johnson & Connelly, 2014), 也可

能会破坏低认知动机的下属的任务投入和动机

(van Kleef, Anastasopoulou, & Nijstad, 2010), 从

而导致更差的创意任务绩效。相较于高兴, 赛场

上教练表达愤怒更不利于团队绩效(van Kleef et al., 

2019)。当然 , 领导愤怒并不总是损害下属绩效 , 

它还可以帮助员工理解模糊的社会互动, 提高绩

效(Lindebaum et al., 2016; 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例如领导强烈的愤怒表达可以触发下属焦

虑, 使下属工作更努力(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

一项关于词汇记忆任务的实验研究也发现, 尽管

用愤怒的语气(相对高兴的语气)指导学生会降低

学生对教师的能力和热情评价, 但也确实能够提

高学生的学习绩效(van Doorn et al., 2014)。还有

学者发现不论领导是表达愤怒还是高兴, 只要保

持情绪和谐(内心感受与外部表达一致), 就有利

于下属绩效(杨琛, 李建标, 2017)。另一项关注心

境的研究则发现当领导表现出较高的积极和消极

心境时 , 团队职能多元化更能够提升团队绩效

(Shemla et al., 2020)。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情绪在领导力中

的重要性, 领导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下属的情绪、认知和行为 (van Kleef, 

Anastasopoulou, & Nijstad, 2010)。值得一提的是, 

本文发现类似于“消极情绪通过 EASI 模型的情

感反应路径往往会导致消极的结果”的说法(冯彩

玲, 2019; van Kleef et al., 2009)并不准确。不仅表

达者与接收者的情绪很可能不能很好地聚合

(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 即使聚合良好也不

一定会带来消极的结果。例如 Lindebaum 等人

(2016)使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 20 位中级军官进行

采访, 发现部队中任务的性质使得领导愤怒传染

给下属后反而能加强局势的紧迫性, 从而带来良

好的工作结果。此外, 遗憾的是, 我们发现到目前

为止关于情绪在领导力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导

情绪对下属的影响上, 关于下属情绪对领导影响

的研究只有三项——Hu 和 Shi (2015)研究发现员

工假装快乐会降低领导感知到的信息共享程度 , 

而员工压抑自己的消极情绪却能提高领导感知到

的信息共享程度。Deng 等人(2020)从情绪劳动视

角探讨员工使用不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后果, 其研

究发现在与领导的互动过程中, 员工使用表面扮

演的情绪劳动策略会降低领导对其的喜爱和能力

感知, 从而更不愿意推举下属, 而使用深层扮演

的情绪劳动策略则能够掳获领导芳心, 获得更多

的推举机会。尽管领导是组织影响力的主要推动

者, 但下属的情绪表达也能影响领导的工作关系

与成功(Duffy et al., 2006)。此外, 本文还发现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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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存在疑似误用 EASI 模型的情况。例如 , 

Smallfield 等人(2020)试图用 EASI 模型来解释团

队互助行为能够通过领导感知的团队积极情感基

调进而影响领导的辱虐及授权行为。但严格来说, 

团队互助行为并非是一种情感表达方式, 而领导

感知的积极情感基调也不是表达的情感。 

4.2  EASI 模型在团队研究中的应用 

团队中的情感表达为团队成员了解情况、准

备行动提供了关键信息(van Kleef, 2009)。通过弄

清个体如何回应他人的情感表达, EASI 模型有助

于解释情绪如何塑造团队过程和结果(van Kleef 

& Fischer, 2016)。 

团队作为组织中人际交往的情境之一, 目前

已有 9项基于 EASI模型的团队研究。例如, Homan

等人(2016)研究发现相较于积极情绪 , 团队成员

表达消极情绪更容易引发队友关于团队动向(例

如信任、满意度、团队效率、冲突)方面的消极推

断。另一项研究发现, 不同的消极情绪表达效果

不同, 相较于失望, 团队成员表达愤怒会让队友

推测团队氛围更不合作(van Doorn et al., 2012)。

团队中即使个体本身没有受到不公正地对待, 也

没有关于他人待遇公平的明确信息, 同事的愤怒

或内疚情绪仍可以影响个体的公正判断、对结果

的满意度、助人意愿和报复行为 (Hillebrandt & 

Barclay, 2017b)。进一步地, Heerdink 等人(2019)

设计了 3 个不同刺激呈现、不同情景和不同违规

行为的实验, 发现在团队中, 观察者不仅会利用

他人的情感反应推断特定行为合不合适, 还会推

断不合适的原因: 表达愤怒可能主要是因为违反

了自治规范, 而表达厌恶则可能只是单纯的违反

了社会规范。当同事违反了重要规范时, 个体策

略性的向同事表达消极和积极情绪能够通过促进

合作而提高整体工作效率(Peralta et al., 2020)。不

过当同事感觉到表达者的快乐只是伪装时, 反而

会损害他与表达者的沟通满意度 (Hu & Shi, 

2015)。当然, 在建言时, 同事(受谏者)的积极心境

能够提高员工(进谏者)的心理安全感, 有效激发

进谏者的促进性建言行为(Liu et al., 2015)。 

事实上, 情绪的人际影响并不局限于实体团

队中, 在虚拟团队中也存在。当团队成员发出的

情绪性文本信息和情绪化行为并不一致时, 会触

发队友的消极情绪(Cheshin et al., 2011)。除单纯

的线上文本交流外, 团队成员发送邮件时使用微

笑表情虽不会增加队友对其热情的感知, 却会降

低能力感知, 进而更不愿意与之共享信息(Glikson 

et al., 2018)。这一发现挑战了 van Kleef 所提出的

“只要情绪表达被准确感知, 通过不同方式(例如, 

肢体动作、声音、文字和表情符号等)传递的情绪

表达具有相同效果”的观点(van Kleef et al., 2012)。

因此, 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情绪的不同表达方

式所造成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差异的原因。

此外, 当前研究关于情感表达和团队结果之间的

机制中情感反应的证据较少 , 仅有一项研究

(Cheshin et al., 2011)探讨了情感反应的中介作用。

鉴于团队中情感反应的重要作用, 未来有必要加

强对这一机制的探索。 

4.3  EASI 模型在顾客服务研究中的应用 

EASI 模型已经应用于服务情境的研究中。一

项结合了实地调查和情景实验的研究发现员工的

情绪表达强度主要通过情感反应影响顾客忠诚度

和购买意向, 真实性主要通过顾客的认知推断来

实现, 而顾客的认知动机水平是关系中的调节变

量(Wang et al., 2017)。与面对面表达情绪不同, 另

一项关于线上服务的研究发现, 服务员工在线交

流时使用笑脸表情能够激发顾客无意识的模仿反

应, 促进有意识的积极情感反应, 从而增加关系

强度以及购买意向(Smith & Rose, 2020)。另一项

研究则发现服务员工过于强烈的高兴或愤怒表现

都会让顾客觉得不真诚和不合适, 从而导致更低

的信任和更差的产品及服务满意度(Cheshin et al., 

2018)。在服务失败情境中, 面对高强度愤怒的顾

客, 低权力距离的服务员工会因为威胁感知而补

偿更多, 而高权力距离的服务员工会因为不合适

感知而补偿更少(Glikson et al., 2019)。面对情绪消

极的顾客, 服务员工的主动性人格以及服务员工

与顾客的信息交换能够减弱顾客服务前的消极情

绪对服务过程中的员工消极情绪的正向影响, 也

能够削弱服务过程中员工消极情绪对服务完成后

顾客服务质量评价的负向影响(Liu et al., in press)。

一项以跨行业服务员工为样本(餐厅服务员工、汽

车司机、理发师)的日记法和实地追踪实验研究发

现, 服务员工的深层扮演和自动情绪调节与小费

收入正相关(Hülsheger et al., 2015)。Liu 等人(2019)

则探讨了服务员工实际的、与顾客感知到的服务

员工情绪劳动的一致性程度对顾客信任的影响。

该研究发现, 当服务员工深层扮演程度和顾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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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的服务员工深层扮演程度均较高而不是较低

时, 顾客信任度更高; 当顾客感知到的深层扮演

程度高于员工实际的深层扮演程度, 而不是相反

时, 顾客的信任度也更高; 而随着员工的表面扮

演程度和顾客感知到的表面扮演程度的增加, 顾

客信任先降低后增加, 呈现 U 型效应(Liu et al., 

2019)。 

综上, 目前在服务情境中 EASI 模型的应用

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解决。第一, 关于顾客情绪

对服务员工影响的探讨仅局限于消极情绪(尤其

是愤怒), 而关于顾客积极情绪的探讨非常缺乏。

第二, 关于服务员工情绪表达对顾客和服务绩效

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高兴、愤怒以及积极情绪, 

缺乏对其它情绪的关注。已有研究表明表达失望、

悲伤和内疚等消极情绪的后果与愤怒明显不同

(Johnson & Connelly, 2014), 表达骄傲、感激等积

极情绪的后果也与高兴存在差异 (Ritzenhöfer, 

Brosi, Spörrle, & Welpe, 2019), 因此未来有必要

在服务情境中探索其它情绪的人际效应。第三 , 

随着线上服务的普及以及通讯工具的发展, 服务

交流中的情感表达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例如, 表情

符号、表情包等)。而现有研究仍大多聚焦于口头

表达, 对于其它情感表达方式的人际影响的探讨

相对比较缺乏。 

4.4  EASI 模型在谈判研究中的应用 

早期的谈判研究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证实了情

绪表达在其中产生的深远影响(陈璟, 汪为, 2013; 

van Kleef et al., 2004)。EASI 模型为谈判中情绪人

际影响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解释通道。谈判

情境中情感反应机制的首个实证证据来源于

Lelieveld 等人(2012)的最后通牒实验, 该研究发

现回应者表达失望会让提议方因感到内疚而让出

更多的资源。除了失望, 另一项重复性零和博弈

实验发现回应者表达感激能够唤醒提议方对回应

者的友善感知, 从而使提议方的亲社会动机增强, 

进而影响随后的亲社会资源分配决定 (Kong & 

Belkin, 2019)。然而表达高兴却没发现有类似积极

的效果, 高兴的回应可能会增加提议方对回应者

的合作感知, 从而保留让步(Hillebrandt & Barclay, 

2017a)。 

与其它情绪相比, 谈判中的愤怒是研究得最

多的情绪。基于不同情景和不同类型的谈判实验

发现在谈判中表达愤怒可能会增加对手对于谈判

者的强硬性推断(Adam & Brett, 2015; Adam & 

Shirako, 2013), 或者增强对手感知到的僵局威胁

(Adam & Shirako, 2013; Hillebrandt & Barclay, 

2017a), 从而做出更多的让步(Adam et al., 2010)。

当然, 表达愤怒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表达愤怒可

能会激起对手愤怒而分配到更少的资源(Lelieveld 

et al., 2012), 还可能会引发对手对于谈判者的自

私推断而导致谈判破裂(Yip & Schweinsberg, 2017), 

甚至还可能会令对方感觉被虐待而引来背地报复

(Wang et al., 2012)。 

遗憾的是, 现有关于谈判情境中情绪人际影

响的研究大多是在实验室进行, 而非真实互动情

境中 ,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外部效

度。此外, 当前研究都是个体间的谈判, 但现实中, 

群体间谈判并不少见。相较于个体间谈判, 情绪

在群体中的社会效应更为复杂, 更难预测, 期待

未来学者们能对此有所突破。 

4.5  EASI 模型在说服研究中的应用 

van Kleef 等人(2015)设计了 5 个通过不同媒

介(书面文字、图片、视频短片和表情符号)来传递

他人情绪的实验发现, 个体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 

会将他人的情绪表达解读为一种信息。当消极的

话题以悲伤(相较于高兴)的情绪传递、积极的话题

以高兴(相较于悲伤)的情绪传递时, 个体更容易

被说服(van Kleef et al., 2015)。相较于厌恶、恐惧、

高兴和悲伤式呼吁, 愤怒式呼吁可以通过传递威

胁信号, 诱发决策者对诉求的分析式推理, 从而

提高观察者被说服的可能(Calanchini et al., 2016)。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决策者都能够被说服。当说

服性情境中存在分歧时 , 与非情绪化表达相比 , 

愤怒式表达更容易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也更容易

被决策者解读为不友好和能力不足的表现, 使结

果适得其反(Riet et al., 2018)。当决策者拒绝了进

谏者的建议时 , 会损害进谏者的社会价值感知 , 

使其亲社会动机降低, 并在随后的互动中给出不

诚实的建议; 但若决策者懂得在拒绝时表达感激, 

则能够缓解这种负面影响(Belkin & Kong, 2018)。 

与 EASI 模型在谈判领域中的研究类似, 说

服领域中的研究主要在实验室进行, 且为单次互

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损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此外, 目前关于情感表达和团队结果变量关系中

情感反应的证据缺乏。虽然说服这一概念与推理

判断天然存在紧密联系, 但个体的情感反应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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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观察者的态度(van Kleef, 2016)。 

5  EASI 模型边界条件的研究 

尽管 EASI 模型试图回答情绪表达“怎样和如

何影响”观察者决策的问题 , 但不管是相同还是

不同情绪即使通过相同的中介机制都可能产生相

互矛盾的效果(例如, Adam & Shirako, 2013; Yip & 

Schweinsberg, 2017)。根据 EASI 模型的观点, 观

察者的信息加工程度和合适性判断会影响观察者

的情感反应和推断加工强度(van Kleef, 2009)。根

据这一思路, 研究者们在关注情绪社会效应心理

机制时 , 更强调“是什么影响了观察者的信息加

工程度和合适性判断” (Chi & Ho, 2014; Wang et al., 

2018)。对于影响观察者信息加工程度和合适性判

断因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 EASI

模型, 以下对这两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5.1  信息加工程度 

根据 EASI 模型, 观察者的信息加工程度主要

取决于观察者的认知动机和推理能力(van Kleef, 

2009)。 

5.1.1  认知动机 

关于信息加工程度的调节作用的首个实证证

据来源于 van Kleef 等人(2009)的实验。该实验通

过播放领导录像视频的方式向被试传达领导愤怒

或高兴表达的任务反馈, 以考察领导情绪对下属

绩效的影响, 其结果显示下属在信息处理方面的

个体差异可以影响他们从领导的情感表达中得出

推断的程度。具体来说, 当领导表达愤怒时, 高认

知动机水平的团队表现得更好, 而当领导表达高

兴时, 低认知动机水平的团队表现得更好。类似

地, 愤怒表达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效果也因个体

认知动机而异。愤怒表达在高认识动机的个体中

会增强创造力, 但在低认识动机的个体中却会破

坏创造力(van Kleef, Anastasopoulou, & Nijstad, 

2010)。另一项研究同时探讨了员工效率和认知动

机的调节作用 , 发现当员工的认知动机较高时 , 

领导情绪和谐对高效率员工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减

弱, 而对低效率员工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杨琛, 

李建标, 2017)。领导的认知动机同样会影响下属

情绪劳动策略的后果。当员工采取表面扮演策略

时, 高认知动机的领导会更不喜欢该员工, 也更

倾向于认为该员工没有能力(Deng et al., 2020)。 

信息加工程度的调节作用在其它领域也同样

适用。例如在服务情境中, 当顾客的认知动机水平

较高时, 员工积极情绪表达的强度对顾客忠诚度

的正向影响会被削弱, 而员工积极情绪表达的真

实性对顾客忠诚度的正向影响会增强(Wang et al., 

2017)。在谈判中, 高(相较于低)认知闭合需求的

决策者更可能将对手模糊不清的附带的愤怒归因

于自己(Hillebrandt et al., 2017a)。在尝试说服对方

时, van Kleef 等人(2015)发现只有当决策者的认

知动机水平较高时, 才可能挖掘他人情感表达中

的评价性信息, 形成自己的态度。 

与直接关注信息处理动机本身不同, Chi 和

Ho (2014)认为尽责性能够反映目标成就动机和冲

动控制能力的个体差异, 研究发现当下属责任心

强时, 领导消极情绪表达正向影响下属绩效(Chi 

& Ho, 2014)。Shao 等人(2018)则认为个体的内隐

人格理论也能影响认知动机。当下属持实体论时, 

对领导愤怒的推断更聚焦于特质相关, 从而损害

领导有效性(Shao et al., 2018)。Liu 等人(in press)则

发现, 拥有主动性人格的服务员工更愿意去从事与

认知推断相关的行为——与顾客进行信息交换。 

5.1.2  推理能力 

观察者的推理能力根植于不同个体的一般智

力和工作记忆能力, 但也受到其自身的认知负荷

和精神疲劳的瞬时变化的影响(Lavie et al., 2004)。

认知负荷的增加, 会削弱个体的认知控制和参与

系统信息处理的能力。因此, 处于高认知负荷下

的个体不太会对他人的情绪表达进行彻底地处理, 

使其情感反应的预测力更强(van Kleef, 2016)。  

van Kleef 等人(2015)验证了观察者的认知负

荷会调节他人的情感表达对观察者态度形成的影

响。当观察者拥有更多的认知资源来进行更彻底

的信息处理时, 他人的情感表达对观察者态度形

成的影响会增强, 但当观察者的信息处理长期处

于低水平或者被认知负荷削弱时, 情绪的人际影

响便会减弱(van Kleef et al., 2015)。 

5.2  合适性判断 

合适性判断在 EASI 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已得

到了一些验证。例如研究发现, 当下属认为领导

愤怒并不合适时, 领导愤怒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

的负面影响会增强(Koning & van Kleef, 2015), 还

可能会激起下属愤怒, 从而引发更多的越轨行为

(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谈判中若对手认为表

达愤怒并不合适时, 会导致更少的妥协(Adam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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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甚至谈判的破裂(Yip & Schweinsberg, 2017)。

当受谏者认为进谏者的情感表达并不合适时, 情

感表达会阻碍说服力(Wang et al., 2015)。此外, 还

有不少研究对影响适合性判断的社会情境特征、

表达内容、表达者和观察者的特征进行了探索 , 

梳理如下。 

5.2.1  情境特征 

常见的情境特征包括情绪表达规则、文化和

表达者与观察者的关系(van Kleef, 2016)。 

(1)情绪表达规则。情绪表达规则通常是一种

规定何时、多少以及应该向他人表达哪些情绪的

隐性社会规则, 它因社会和组织习俗的不同而不

同(van Kleef, 2016)。例如, 员工在正式的会议邮

件中使用微笑表情不会增加热情感知, 却会因不

合适判断而降低能力感知; 而在非正式的社交邮

件中, 情况却恰恰相反, 使用微笑表情不会增加

能力感知 , 却会因合适判断而增加热情感知

(Glikson et al., 2018)。部队中长官表达愤怒会因为

违反了抵制欺凌文化的规则而产生消极后果

(Lindebaum et al., 2016)。领导表达愤怒的效果还

可能取决于下属的违规类型(Wang et al., 2018)。

具体来说, 领导针对下属诚信违规行为表达愤怒

能增强领导效能, 但针对下属能力违规行为表达

愤怒却会损害领导效能。在一段长期关系中, 仅

策略性表达愤怒是不够的, 只有当策略性的愤怒

表达与积极情绪表达相结合时 , 才能促进合作 , 

提高工作效率(Peralta et al., 2020)。谈判中愤怒表

达的时机也会影响对手的合适性判断, 相较于在

谈判后期(第五轮)表达愤怒 , 在谈判一开始  (第

一轮)就表达愤怒更可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Yip & 

Schweinsberg, 2017)。而在组织情境中, Homan 等

人 (2016)发现相较于先于团队互动的情绪表达 , 

他人在团队互动之后的悲伤(快乐)情绪表达能引

发观察者对未来团队功能(例如信任、满意度、团

队效率和冲突)更消极(更积极)的推断。 

(2)文化。更具体的表达规则还因文化的不同

而不同, 因为文化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

行为方式(Adam & Shirako, 2013)。鉴于东亚人的

集体主义文化规范而美国白人的个体主义文化规

范, Adam 等人(2010)通过 3 个不同类型的谈判实

验发现相较于美国白人, 东亚人更容易将谈判对

手的愤怒表达视为不合适 , 从而更不愿意妥协

(Adam et al., 2010)。而正因为这种刻板印象, 当表

达愤怒的是东亚人(相较于美国白人)时, 也因此

能引发对手更多的让步(Adam & Shirako, 2013)。 

(3)表达者和观察者的关系。Adam 和 Brett 

(2015)强调了谈判竞合情境的重要性 , 表达愤怒

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中都会引发对方强硬性推断从

而导致对方更多的让步——只有在竞合平衡的情

境中才是。而在竞争主导或者合作主导的情境中, 

表达愤怒反而会激起对方的敌意, 并不会导致更

多的让步。另一项研究则探讨了领导−下属交换关

系质量在下属的积极情绪和下属对领导的积极情

绪评估对下属的心理安全感之中的调节作用(Liu 

et al., 2017); 当领导−下属关系质量较差时, 下属

自身的积极情绪和对领导的积极情绪评估对下属

的心理安全感的影响更强。在同事之间, 当双方

的关系质量较差时, 受谏者的积极心境对进谏者

促进性建言行为的影响更强(Liu et al., 2015)。在

服务顾客时, 当双方为共享关系时, 发送笑脸表

情能够激发顾客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积极情感反应, 

从而增进与顾客的关系强度; 但当双方为交换关

系时, 却没有此效应(Smith & Rose, 2020)。 

5.2.2  表达内容 

观察者对情绪表达的合适性判断还受表达内

容的强度、真实性和靶向的影响(van Kleef et al., 

2009)。当情绪表达的强度和真实性不符合情境规

范和期望时 , 它们可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van 

Kleef et al., 2012)。例如, Riet 等人(2018)通过多个

情景实验证明, 相较于非情绪性分歧和轻度的愤

怒表达, 暴怒表达被认为最不合适。在服务情境中, 

相较于表达强烈的高兴或愤怒 , 服务员工温和

的情绪表达会让顾客觉得更真诚和恰当(Cheshin 

et al., 2018)。此外, van Kleef (2016)还指出, 情绪

表达的靶向也会影响合适性判断。当观察者同时

也是情绪表达的对象时, 某些情绪表达更可能被

认为是不合适的, 从而更容易引发观察者负面的

情感反应。遗憾的是, 当前并未发现 EASI 研究中

有关情绪表达靶向与合适性判断的实证研究。 

5.2.3  表达者特征 

已有研究表明, 表达者的风格(如领导风格)、

性别和种族特征、权力与地位以及绩效会影响观

察者的合适性判断。 

(1)领导风格。领导风格会影响领导情绪表达

的效果。当一位领导被认为是辱虐领导时, 对基

于能力的违规所表达的愤怒的负面影响会加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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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于诚信的违规所表达的愤怒的正面影响也会

减弱(Wang et al., 2018)。杨琛和李建标(2017)探讨

了中国情境下差序式领导对员工的影响, 发现对

高效率员工而言, 领导情绪失调会使“自己人”员

工的情感反应更强; 而对低效率员工而言, 领导

情绪和谐会使“自己人”员工推断加工程度更强。

Wang 和 Seibert (2015)研究发现, 领导表面扮演频

率调节了领导针对下属个人的积极或消极情绪表

达对下属绩效的影响, 当领导表面扮演使用频率

低时, 领导积极或消极的情绪表达都可以在下属

的绩效中发挥积极作用, 但当领导频繁地使用表

面扮演策略时, 领导对下属积极情绪表达与下属

绩效不相关。领导团队内平均消极情绪表达频率

调节了领导面向下属个人消极情绪表达频率对下

属绩效的影响。当领导不经常向所有下属表达消

极情绪时 , 领导的消极情绪表达可以激励下属 , 

但当领导频繁地在团队所有人中表达消极情绪时, 

领导对下属的消极情绪表达与下属绩效不相关

(Wang et al., 2015)。此外, 领导在团队内部传递的

心理资本一致性对传递的心理资本与领导有效性

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在团队成员间传递的心

理资本一致性更高的领导通过团队积极激励的中

介作用, 会被追随者评为更好的领导(Rego et al., 

2019)。 

(2)表达者的性别和种族特征。研究发现男性

领导通过触摸的方式表达积极情绪会降低领导支

持感(Fuller et al., 2017)。Homan 等人(2016)发现, 

对于由不同种族成员组成的团队来说, 团队其他

成员悲伤(快乐)的情绪表达会引发观察者对未来

团队功能更消极(更积极)的推断。 

(3)权力和地位。Wang等人(2012)研究发现, 低

(相较于高)权力谈判者在面对对手愤怒时, 会因

为提要求时的高风险感知而要求更少。谈判中的

强势方表达愤怒会让提议者因畏惧而让出更多资

源, 可当愤怒表达方较为弱势时, 愤怒会激起提

议者的愤怒, 从而导致让出的资源更少(Lelieveld 

et al., 2012)。组织中, 当进谏者的地位更低时, 进

谏者的情感表达会降低其说服力 (Wang et al., 

2015), 受谏者的积极心境对进谏者促进性建言行

为的影响更强(Liu et al., 2015)。同事表达对他人

的骄傲可以扭转表达自我骄傲时所造成的负面影

响, 可是领导表达对他人的骄傲却没有这种效果

(Ritzenhöfer, Brosi, & Welpe, 2019)。 

(4)绩效。Smallfield 等人(2020)通过实验和调

查研究发现, 团队任务绩效会削弱团队积极情感

基调对领导行为的影响; 当团队任务绩效较好时, 

领导感知的团队积极情感基调对领导辱虐和授权

行为的影响都更弱。 

5.2.4  观察者特征 

观察者的特征(例如宜人性、调节定向、权力

距离)也会直接影响合适性判断。Chi 和 Ho (2014)

研究发现当下属宜人性高时, 领导消极情绪表达

正向影响下属绩效。有趣的是, 此前一项使用学

生样本的实验室团队模拟实验却得出了相反的结

论, 他们发现当下属宜人性低时, 领导表达愤怒

会让下属感觉更有动力且绩效更好; 但当下属宜

人性高时, 相较于表达中性情绪或高兴, 领导表

达愤怒会增加下属感知到的工作负荷从而使绩效

更差(van Kleef, Homan, et al., 2010)。另一项关于

调节定向的研究发现教师愤怒表达能够提高促进

定向的学生的学习绩效, 但对于预防定向的学生, 

无论教师是用愤怒还是开心的语气指导, 对学生

学习绩效的影响没有差别(van Doorn et al., 2014)。

在服务情境中, 相较于促进定向的顾客, 预防定

向的顾客对服务员工不真诚表达更敏感, 更容易

导致欺骗推断和更低的服务满意度 (Lechner & 

Mathmann, 2021)。在服务失败情境中, 高权力距

离的服务员工会出于不合适判断对暴怒的顾客补

偿更少, 而当威胁感知减少时, 低权力距离的服

务员工会出于合适判断对微怒的顾客补偿更多

(Glikson et al., 2019)。组织中当下属权力距离导向

低、感知领导权力也低时, 领导消极情绪表达与

下属绩效呈现负向关系 ;当下属感知领导权力高

时, 下属的权力距离导向负向调节领导消极情绪

表达与下属绩效的关系(Chi & Ho, 2014)。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以 EASI 模型为基础, 将

现有研究中针对情绪社会功能的内容结构、作用

机制和边界条件等的研究结果整合为一个模型 , 

如图 2 所示。 

6  研究展望 

总体来看, EASI 模型已经得到了国内外众多

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者们对 EASI 模型的应用

也从最开始的简单套用到不断深入挖掘其内在影

响机制及其情境变量, 但 EASI 模型的理论构建

和应用仍尚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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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ASI 模型的应用: 一个整合的框架 

 
6.1  加强对 EASI 模型的系统化验证 

观察者对情绪的接收和解码并非发生在真空

中, 还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例如愤怒并不只会

诱发愤怒, 还会诱发恐惧(Lelieveld et al., 2012)或

者焦虑(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愤怒还可能被

谈判者视为忍耐极限的信号, 被下属视为领导对

其工作的不满, 或者辱虐(Liu et al., 2017; Shao et al., 

2018)。因此, 出于严谨的考虑, 研究者在探索观

察者的情感反应机制时除了考虑互导情绪, 还应

该考虑互补情绪。类似的, 观察者可以对表达者

特质进行推断(Shao et al., 2018), 也可以对所处

情境进行推断(van Doorn et al., 2012), 因此在探

索推理机制时应仔细考量 , 不能简单的一概而

论。此外, 目前有不少研究并没有同时检验情感

反应和推断加工的中介作用, 观察者的信息加工

程度和合适性判断的调节作用(例如 Hillebrandt & 

Barclay, 2017a; Kong & Belkin, 2019; Koning & 

van Kleef, 2015; Shao et al., 2018)。而情感反应和

推断加工机制会互相影响, 观察者的认知动机也

会受到相关情境因素的影响(Tett & Burnett, 2003), 

如果只探索其中某一个中介或调节机制, 那么无

法知道其它中介或调节机制对结果所造成的影响, 

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准确的。因此在未来

的研究中, 可以同时探讨情感反应和推断加工的

中介机制以及认知动机和情境因素, 这将有利于

进一步加深对情绪社会影响的理解。另外, 还有

批评者指出, 情绪表达后的情感反应还可能是推

断加工的后果(Smith & Rose, 2020)。例如, 顾客推

断服务员工是一个热情的人, 很可能导致顾客对

服务员工的喜欢。虽然已有研究通过采用生物特

征测量手段来证明情感反应的自发性对这一观点

进行了反驳, 但并不能排除在某些情境中该观点

可能成立(Smith & Rose, 2020)。未来可进一步分

别研究个体对情绪的加工是自动处理还是控制处

理以及二者所带来的后果是否相同。 

6.2  深化 EASI 模型与其它理论的整合 

目前虽然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 EASI

模型, 但多是基于单一 EASI 模型的理论视角, 而

与其它理论的整合有助于探讨单一理论无法解释

的复杂问题。事实上, 目前学界已经陆续出现了

EASI 模型与其它理论整合的研究。例如, Peralta

等人(2020)将 EASI 模型和愤怒的双阀值理论相结

合, 发现以适当方式策略性表达愤怒和高兴可以

促进队友的合作推断 , 从而给个人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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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rid 等人(2019)以及 Vasquez 等人(2020)将 EASI

模型与人际情绪调节理论相结合, 以探索领导情

绪调节策略对团队创新和下属绩效的影响。鉴于

EASI 模型聚焦于观察者如何处理他人情绪, 而改

良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Wo et al., 2019)则更全

面地阐释感知、态度和行为源如何被传递进而影

响接收者的感知、态度和行为(Stollberger et al., 

2020), Stollberger 等人(2020)将二者结合以探讨中

层主管如何看待高管的情绪表达, 以及中层主管

的看法如何影响底层员工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可

以加强 EASI 模型与其它理论的有机整合并进一

步深化 EASI 模型, 从而更好地推动理论创新, 解

释组织中的复杂现象。 

6.3  拓展 EASI 模型的应用情境 

当前基于 EASI 模型的情绪社会效应的研究

大多都是在单次互动情境(甚至实验室实验这种

非自然互动)中, 单一时间点对单一情绪表达的探

讨。而在现实中, 社会关系大多是持久的, 观察者

捕捉到的他人情绪很可能是复杂多变的, 对情绪

的解读大多也是基于多次互动的整体模式。已有

研究也发现实验情境下情绪的社会效应与现实组

织中的情绪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Shao et al., 2018)。因此, 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可以

在以下六种情境对 EASI 模型进行拓展。 

(1) 探索在多次自然互动情境下同一个体的

混合情绪表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例如, 领导辱

虐和愿景激励常常分别伴随着消极和积极的情绪

表达, 已有研究发现当这两种情绪表达方式出现

在同一领导身上时, 愿景激励可以缓解领导辱虐

对下属绩效的负面影响(Fiset et al., 2019)。关于混

合甚至矛盾情绪表达的现象还有很多, 在工作中

下属面对主管喜忧参半的情绪表达会做出何种反

应？谈判时察觉对手神情复杂会造成何种推测？

对这类现象还有待深入研究。 

(2) 探索当观察者同时感受到来自不同个体

的不同情绪表达时会造成何种影响; 例如, 在领

导宣布某项决定时, 同时捕捉到了多个同事消极/

积极的情感表达 , 这又会对观察者造成何种   

影响？ 

(3) 探索当观察者在不同时间点感受到同一

个体对相关事件的多次情绪变化所造成的可能影

响。例如, 已有研究发现经历服务员工第一次负

面展示的顾客, 在接受服务员工第二次正面展示

后, 负面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杜建刚, 范秀

成, 2009)。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观察者

对这些动态复杂的情绪表达会做出何种反应。 

(4) 追踪情绪表达的长期社会效应。到目前

为止, 关于情绪的社会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情

绪表达的短期影响上, 对情绪表达的长期影响的

研究相对缺乏(van Kleef, 2016)。已有研究表明当

前的情绪表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不局限于当

前遭遇。例如, 谈判者从对方的情绪中得到的推

论, 会持续影响后期与该对手的互动行为, 当对

方在这次的谈判中表达过愤怒时, 谈判者会在下

次的谈判中提出较少的要求(van Kleef & de Dreu, 

2010)。遗憾的是, 当前关于情绪社会影响的纵向

研究相对缺乏。例如, 与短期影响相比, 情绪的长

期影响是否会有所变化？其边界条件又是什么？

不同情绪表达的长期影响力是否相同？诸多问题

还值得探索。 

(5) 探索情绪表达的旁观者效应。EASI 模型

探讨的是当观察到他人情绪后会给观察者造成何

种影响。目前大部分研究探讨的都是作为情绪表

达靶向的观察者所做出的反应, 仅发现一项研究

探讨了当观察者并非情绪表达靶向时情绪的社会

效应(Heerdink et al., 2019)。而在现实生活中, 除

了作为情绪表达靶向之外, 我们还常常作为旁观

者观察他人的情绪。遗憾的是, 关于情绪社会影

响的“第三者视角”的研究相对缺乏, 诸多有趣的

现象等待探索。以组织情境为例, 当新员工目睹

领导对老员工表达愤怒 /高兴 , 对新员工有何影

响？当下属目睹高管对自己的直接领导表达愤怒, 

这对下属又有何影响？服务情境中, 当顾客目睹

餐厅主管对服务员工表达愤怒, 对该顾客的情绪

和行为又有何影响？  

(6) 探索组织新情境下的应用。随着当前组

织所处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 组织或团队呈现出

新的特点 , 如信息通信技术在组织中日益普及 , 

由于疫情的出现迅速加快了的虚拟团队和远程办

公等工作方式的变革(Kniffin et al., 2021)。在这些

新的组织情境中, EASI 模型的应用是否会有所不

同？例如, 情绪表达方式包括面部表情、眼神和

手势等非语言沟通方式, 而在远程办公中, 情绪

表达无疑不利于非语言沟通方式的应用, 远程办

公如何影响情绪表达的社会效应？情绪表达在远

程办公情境下有什么新的形式和影响机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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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表达方式(如表情包、虚拟符号)的影响机制和

效果如何？ 

6.4  优化 EASI 模型的测量方法 

情绪的社会效应涉及直觉、知觉经验以及身

体与环境等多层面、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当前大

部分的研究对于情感反应和推断加工的测量都是

采用主观自我评价的方式。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

用一些客观的测量指标, 在测量情感反应时, 可

以分析一些相对客观的历史资料, 例如让独立的

评价者对实验中被试发出的文本信息的情绪语气

(消极/积极/中性)进行评估(Cheshin et al., 2011), 

也可以使用一些先进的微表情识别技术作为有效

补充手段——例如, 面部颜色、眼动和生理信号等

(王甦菁 等, 2020)。在测量观察者的推断加工时, 

可以采用内隐测量, 例如内隐联想测验(Greenwald 

et al., 1998)、词汇判断任务(Meyer & Schvaneveldt, 

1971)等。此外, 利用新的神经激活测量技术(如事

件相关 fMRI 技术)也可以为观察情绪表达过程中

的人体机能反应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总之, 这些

非自我报告的情绪的测量方式或许可以丰富对情

绪的人际影响机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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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 (EASI) Model 

LIU Xiaoyu, FU Jingyu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 (EASI) model posits that emotional expressions exert 

interpersonal effects by triggering affective reactions and/or inferential processes in observers, depending 

on the observer’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perceived appropriateness of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s paper discriminates EASI model and related theories,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EASI model in the 

fields of leadership, team, customer service, negotiation and persuasion, summari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EASI model—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erceived appropriate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63 empirical studies using EASI model.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systematic theoretical verification,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with other theories, extend application context 

and improve measurement methods. 

Key words: 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 Model, affective reactions, inferential processes, epistemic 

motivation, perceived appropriateness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